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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史学家王治心与他的《中国基督教史纲》 

 
  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本文是为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所撰之导言。《中国基督教史纲》是中国人

所撰的第一部中国基督教（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史的通史名著，在较大程度上为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奠

定了基础。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叙述王治心的生平事迹和《中国基督教史纲》一书的时代和学

术背景；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介绍《中国基督教史纲》的观点、特点、错佚及同时代学者对该书的批评；第

三部分探讨王治心在 50年代三自运动初期关于中国基督教会早期自立运动历史讨论和“史学控诉运动”中的

作用；第四部分主要讨论《中国基督教史纲》一书的影响及“后王治心时代”主要汉语中国基督教通史著述。 

关键词：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中国基督教史学 

中图分类号： B9           文献标识码 : A 

   
 

王治心是现代重要基督教学者，其名著《中国基督教史纲》是我国学者所撰的第一部也

是影响最大的中国基督教通史或全史著作。《中国基督教史纲》1940 年出版，此后曾重印，

还出过海外版。尽管问世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该书的影响犹存，目前仍为修习中国基督

教史的主要入门和参考书籍之一。为配合该书的重版，本文试对这部重要史著的背景、特点、

版本、讹误及影响作一初步探讨，并简略评介“后王治心时代”中国基督教通史研究的概况和

趋势。 

（一） 

王树声（1881-1968），字治心，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前清曾考入庠生。曾任东吴

第三中学、华英学校、上海裨文女学、惠中女学等学校的国文教员。1913 至 1918 年间任

基督教刊物《光华报》编辑。1921 年任南京金陵神学院国文和中国哲学教授，编辑《神学

志》。1926 至 1928 年间任中华基督教文社主任编辑。1928 年起出任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

院长、国文系主任兼党义教授。1934 年后应刘湛恩校长之请出任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1948
年从沪江大学退休后回金陵神学院教授国文和教会史，主编《金陵神学志》。1957 年从金陵

神学院退休后一直在北京居住。著有《孔子哲学》、《孟子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上帝观》、

《道家哲学》、《墨子哲学》、《中国学术源流》、《基督徒之佛学研究》、《庄子研究及浅释》、

《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三民主义研究大纲》、《中国学术概

论》、《中国文化史类编》、《基督徒之佛学研究》、《耶稣基督》（与朱维之合编）、《评基督抹

杀论》（与范子美合编）等，为当时中国基督教界有较大影响的、多产的著述家之一。 

作为基督教学者，王治心一生致力于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且在基督教礼仪、节期、

建筑、家庭等领域的中国化改造上颇有创见和建树，因此有人称之为“本色化实践派”代表，

以示与赵紫宸、刘廷芳等“本色化学院派”代表的区别。1 此种“实践派”与“学院派”的区分略显

武断，前者如王治心的探索当然不限于实践层面，而后者如赵紫宸、刘廷芳等的贡献也不止

在理论领域。王治心本人就认为，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接近“根本的问题，不是在形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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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乃在精神方面”，如只有形式上的接近，那“仍不过是友谊的握手，而不是血肉的化合”。
2其实王治心、吴雷川、范子美、张亦镜等与赵紫宸、刘廷芳、洪煨莲、徐宝谦等的区分，

更在于“海归派”和“本土派”之别。在本色化运动中两派虽殊途同归，但由于教育背景的不同，

前者更多以中华文化为取向，而后者更多以西洋教会为参照。如赵紫宸对中国高等神学教育

“半修道院式”的改造方案，并未借鉴中国的本土和传统资源；3 而王治心虽赞同赵特设研究

高深学问的神学研究院的倡议，但其心目中的神学研究院，却是“仿旧式书院制度”而设于“山
明水秀幽静之处”，院中之指导员有如“书院中的山长”。4 两人的旨趣，显然有所不同。 

王治心著作甚多，其中以《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和《中国基督教史纲》（以下简称《史

纲》）在基督教学界最为知名。《史纲》有第一部汉语中国基督教通史著作之称，因在其之前

美国著名宣教史家、曾在中国担任教会教育事工的耶鲁大学教授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史纲》作来德理）在 1929 年已出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一书。该书鸿篇巨制，共分 30 章，930 页，涵括景教、也里

可温教、东正教、天主教及新教来华宣教的千年历史，为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也就是王治心《史纲》刊行之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蔡咏

春、赵紫宸等仍在筹划翻译赖德烈之《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并称该书“为研读中国基督教史

的唯一现成课本”。5 

不过尽管赖德烈是举世公认的宣教史大学者，但作为西人研究基督教传华史，仍有不少

局限。赖德烈教授本人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序言中便坦承其著作的不尽如人意之处。

比如由于资料来源和时间的限制，该书只写到 1926 年，而关于此前 10 至 12 年历史的叙述

也较为简略；又如作者的新教背景，又置身于宣教事业，故作者虽向来力主基督教会普世合

一，但不免对新教宣教事业有所偏颇；再如作者是来自西方的外国人，自然难以像本国人那

样对“华人在教会生活中之作用”予以同样的重视，对华人的宗教经验亦难以有充分的把握。

故其书名曰《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强调的是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因此作者希冀此后有华人

能从自身的视角来撰写一部《中国基督教会史》。 

然而所谓治史难，治教会史更难。中国教会史“发展奇曲，隐晦难明，加以宗派繁杂，

记录短绌”，6 大多数文献档案资料又多为外文，并涉及数种语言，因此对任何治“中国基督

教会史”的学者，均是巨大挑战。事实上在王治心《史纲》之前，国人治教会史的成果寥寥

无几，除陈垣的《元也里可温考》和《开封一赐乐业考》、冯承钧的《景教碑考》和《元代

白话碑》、徐宗泽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等少数原创性著述外，其余如谢洪赉《中国

耶稣教布道小史》、张钦士的《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张亦镜的《批评非基督教言行汇

刊》等只是资料性汇编而已。至于治中国基督教（新教）史的学者，更是屈指可数。有较优

外语条件的“海归派”基督教学者如燕京大学的洪煨莲等心有旁鹜，对教会史研究浅尝辄止。
7 因此撰写中国基督教通史的重任，便落在“本土派”学者王治心肩上。王氏尽管不精洋文，

但亦有他人所不及之强项。王治心是研究中国宗教史的著名学者，其《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

1933 年由中华书局所刊印，被称为“一部学识相当渊博的大作”。8 该书已涉及历史上基督宗

教四次入华，并“早已脍炙人口，风行海内”（见陈文渊为《史纲》所撰序言），在海内外一

版再版。9 此外王氏还有像《中国历史上的上帝观》这样“不失为中国基督教界的新收获”10且

与教会史研究“有连带的关系”的著作。王治心置身教会，教会史中的某些事件为其所亲历或

亲闻。作为《金陵神学志》的主笔，若干年前王氏便致力于收集基督教各宗派史料，结果编

成《中国基督教历史》专号上下两集。作者作为科举中人和国文教授，对汉语文献资料，自

然驾轻就熟。这些均成为《史纲》一书学理和资料上的准备。由王治心来完成“中国基督教

会史”乃顺理成章之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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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治心本人在《史纲》的序言中称，十五年前他在编辑《金陵神学志》时就有志于撰

写一部中国基督教会史，但由于各种原因而延宕。后因全国青年协会编辑部主任吴耀宗的邀

请敦促，在“暑假两个多月里”完成书稿。1940 年 3 月《中国基督教史纲》由青年协会书局

作为其《青年丛书》的第二集第六种出版，并由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陈文渊作序。全书

共分 22 章，共 361 页，并附参考书目 4 页。《史纲》这样的篇幅，在当时完全称得上是一

部史学“巨著”。 

关于基督教入华一千三百多年“或断或续”的历史，《史纲》采用当时普遍的观点，将其

分为四个阶段或时期：（1）唐代的的景教；（2）元代的也里可温教；（3）明代的天主教；（4）
近代的更正教（即新教）。赖德烈教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所有而《史纲》所无者，显然

是关于东正教在中国传布的研究。作者自述《史纲》之目的在于探讨以下重要问题：第一，

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固有的宗教习惯，是融合还是冲突的？第二，基督教输入后，其经过的情

形在中国的文化上发生了什么影响？第三，过去基督教的发展与所引起的变动，究竟是有功

还是有过？第四，基督教在中国所经营的事业与工作，于新中国的建设究竟有什么关系？这

四大问题便是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11 

一向倡导基督教会本色化的王治心在《史纲》中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宗教的

国家，既然儒、释、道均能在在中国生长发展，基督教也必然能在中国生存下来。基督教教

义的一神崇拜，与中国固有的“天”的观念，没有多少冲突；基督教的教义包括在一个“爱”字
里，这与儒家的“仁”字相同。基督教的道德主张，首先叫人明白人生的价值，不是在物质方

面，乃是在精神方面，而在中国也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说法。他进一

步论证了基督教的许多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的一致性，认为基督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并

不相悖，其在中国的传播有着社会的基础和根源，只要教会今后加倍努力于本色化建设，完

全能够“使教会的形式精神，得与中国国有的文化和习惯打成一片”。惜《史纲》对中国教会

本色化运动的讨论，并未充分展开，对中国教会的本土和自立运动，也比较轻描淡写。《史

纲》的第十四章专论“太平天国与基督教”，把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基督教史之一部详加探

讨，将野史变为正史，“实是著者独具只眼的地方”。12 不过就整体而言，《史纲》的视角仍

主要集中在差会和由差会创建并资助的大公会及所属机构、也就是裴士丹（Daniel Bays）
教授所称的“中外新教权势团体”（Sino-Foreign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之上。13 在此点

上，《史纲》与西人所撰“基督教传华史”并无实质上的区别。 

不过在《史纲》中，王治心并不讳言中西文化间的差异，并凭借其深厚的国学功力，用

心探讨了基督教在华传播过程中引起冲突的宗教、政治、文化和习俗等方面的原因。如中国

是多神论国家，且对各种宗教信仰，“向抱宏量态度”，与基督教只信上帝而排斥他教有异；

如中国自古形成的文化中心主义，有“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自尊，认为周边文化皆不如

我；如中国人民浸润于儒佛教义历时已久，儒佛两教“一以纲常礼教为伦理的中心，一以三

世因果为社会的信仰”。而基督教主张自由平等，这给儒教以打击，主张现实生活，这予佛

教以难堪；如中国乡村生活中每以迎神赛会为唯一的娱乐与团结，而基督教中人反对此种活

动；再如中国伦理以孝顺父母为中心，在祭祀活动中有祭祖一项。基督教“排斥祭祖为迷信”，
而中国人却以“反对祭祖为忘本”等。但王治心认为这些冲突，大多限于表面，并不是“根本上

的不相容”。只是作为基督教中心教义的复活和永生问题，为中国固有之宗教传统所无，因

此基督教在中国除继续以往的社会服务工作外，尤要“注意此种教义的发挥”。这种从思想上

调和沟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认识，是颇有见地的。不过后人指出《史纲》尽管有“中国宗

教的背景”一章，但对“基督教与本土宗教所生的关系与磨擦”，并“没有专条专章申论”，只能

在该书的“字里行间窥知一二”。14 王治心认为“历史是重在事实的叙述，不贵有理论的发表”。
这种旧的史学观，自然影响《史纲》在比较中西文化异同上的发挥。 

然而作为教会中人，王治心把治史作为基督教文字工作的一部分。15 他在《史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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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避免作对基督教不利的政治分析，这并不难理解。作者护教的观点或教会史观在诸如“庚
子的教难”之类的标题和用词上便显而易见。作者明确指出，从历史上来看，那些认为基督

教传入中国是“用夷变夏”、“文化侵略”的看法，完全是历史的误会。西差会“慷慨捐输，煞费

经营”；西教士“历经艰苦，为道牺牲”，他们不仅奠定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基础，也对中国社会

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尤其在近代，基督教在介绍西洋科学、改良社会风俗、推行慈善事业、

提倡新式教育等方面的贡献“实为不容否认的事实”，均有助于我国的社会革新运动。作者还

呼吁中国教会继续提倡以天下为怀的社会福音，而不是“独善其身的小乘宗教”。《史纲》对

西方传教士和基督教在华的传教事业作了相当正面的评价，16 因而也就从侧面批评了 20 世

纪 20 年代初中国社会曾风行一时的非基督教运动，可以说是基督教界对该运动在史学上的

一种回应。17 

然而王治心也并未一味袒护基督教会。如《史纲》对“教难”起因的分析，尽管也归咎于

中国官厅与民众的愚笨无知和蛮干妄动，但也批评西教士诋毁及破坏中国传统风俗习惯，并

仰仗西方武力。在第二十二章“结论”部分作者承认基督教会虽有助于中国，但“亦自有其毋庸

讳饰的缺点”，成为传教的障碍。首先是传教的背景不幸与列强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发生关系，

这不能不是“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不易洗涤去的污点”；其次是宗派的纷歧，实在予人以莫大

的垢病。基督教会在西方固有其分门别户的背景，而在中国实无必要有这种“奴主之见”。近

年来大多数教会虽力谋联合与统一，但仍不乏固执成见是己非人的现象，如浸礼洗礼的争执，

新教旧教的水火，及属世属灵的区别；再次是基督徒文化程度的低下，不仅不能引起社会人

士的尊重，反给社会以不良印象，甚至引起许多社会的不幸。王治心监理会出身，神学上倾

向自由派，重教会的间接社会事工甚于教会的直接宣教事工，并与同时代大多数其他基督教

知识分子一样热衷于普世合一的协进会或大公会路线，《史纲》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

作者的上述神学和教会思想。 

（三） 

《史纲》出版之后，颇受教会内外欢迎，并迅速在学界引起反响，其中两篇最具份量、

值得与《史纲》同阅的书评，分别出于燕京大学毕业的两位宗教教育和宗教史新秀之手。其

中一篇书评题为“介绍中国基督教史纲”，载于《真理与生命》第 13 卷第 5 期，作者是刘美

丽，曾从刘廷芳攻读宗教教育，后为广学会骨干。据乃师刘廷芳在该书评前所附之介绍，

1940 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成立“全国基督教文字事工委员会”，该委员会还下设“选书委

员会”等分组委员会。其中“选书委员会”每月选定一书，延请专家批评介绍，并在《真理与生

命》上设“本月的书”专栏予以刊登，“介绍中国基督教史纲”便是该专栏所刊的第一篇书评。 

作为基督教徒，刘美丽自然赞同且十分强调王治心“基督教的立场”，似乎在有意提醒教

外读者注意该书教会史观。刘氏的书评对《史纲》看似赞扬，实系批评，或者说寓批评于赞

扬，对《史纲》总的评价并不太高。比如说作者指出《史纲》是“急急忙忙于暑假期内写成

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王先生的这本书尽合信史的条件”。作者认为《史纲》“所收集的材料，

有几章是可宝贵的”，比如第五、六两章的史料，“不是一般平信徒所能得到的”。用这么低的

标准来要求教会著名史学家，真不知是褒还是贬。 

在其他许多地方，作者往往以看似赞许的口吻评价《史纲》，但笔锋一转又开始批评。

如作者称赞《史纲》“对于教难的叙述，可谓信而有征”，但即刻便点明王治心“所根据的史料

都是西教士的记录，缺乏中国人的申诉”；又如作者指出《史纲》第十章“很费力气地证明孙

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是受了基督教的影响”，这“不但足启发基督徒自尊之心，亦足

以消除教外朋友们歧视之念”，但作者马上又告诫《史纲》的读者要“格外小心，不要把国民

革命的因素完全归之于基督教，忽略了社会或环境的因由”；再如作者注意到《史纲》第二

十二章将非基督教同盟与义和团运动作了详细比较，使读者明了两者之别，但随即作者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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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史纲》认定非基运动“出发于科学思想”是有偏颇的，科学思想固然是“近因”，但“还有兵

舰大炮，经济侵略，以及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远因”，仅仅科学思想“是不会掀起这场巨浪”
的。关于第二十二章中基督教文字事工一节，作者指出王治心是“上海基督教的文人，所以

把上海基督教文人们的姓名与他们所负责的刊物统统告诉我们了，至少会使沪上基督教的文

人感觉兴趣吧”，以调侃方式批评了《史纲》的详略失当。 

刘氏书评最切中要害的批评，是指出《史纲》对教会自治和本土运动的忽略，很值得一

读。书评写道：“近二十年来，有许多中国人自己组织的小教会小团体发生，无处不有，华

北与上海更多。其中最大的有真耶稣教会，小群会，神恩会，圣灵会，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要说自理自传自养，他们的确是自理自传自养的，要说本色，他们的确是本色的。虽然他们

的组织有些散漫，表现有些幼稚，但他们确实具有原始基督教的生气。我们研究基督教，写

基督教史的人是不应该忽视的。当然过于幼稚的小团体，定是随时代而消散，然较合理的组

织是会在中国基督教中占一席的。本书（指《史纲》）在这次初版中料想著者没有收得这一

方面的材料，因而没有提及，希望著者在再版的时候，能够加以扩充补进。”总之，刘美丽

的书评虽较少有人注意，也并非细致入微，但其批评相当尖锐且十分到位，与后面陈增辉的

书评各有千秋。 
   陈增辉 1939 年刚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毕业便向史学先辈挑战，在 1940 年第 12 期的《史

学年报》上发表了另一篇题为“中国基督教史纲”的相当专业的书评。该书评不仅对《史纲》，

提出全面的批评意见，而且还扼要回顾了百余年来关于中国基督教会的中外史学。在这篇书

评中，陈增辉从材料、体裁和错误三个方面向《史纲》发难。首先是资料问题。在此问题上

陈氏的主要批评是《史纲》“大半取次料编成，原料未充分利用”。如《史纲》第 4 章“基督

教始入中国的传疑”，据德礼贤氏之《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 1 章编成；第 6 章“元代基督教

的传播”乃摘译赖德烈氏之《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 5 章而成；第 12 章“礼仪问题的争端及

其影响”后半录自徐宗泽之《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 9 章等，其中翻译文字还颇多缪误。

陈文还批评《史纲》未征引许多重要史籍，也未充分利用中文杂志如《圣教杂志》、《圣心报》、

《磐石杂志》等，至于其他“原料”如“教士之书信，日记之类”则更未有涉及。不过陈氏认为

《史纲》在第 13 和 16 等章部分资料系采访调查而来，其实这些资料并“不宜著之于书”，且

“因近人早已编辑成书”而无此必要，批评似过于严厉。 

 其次是体裁问题。陈文指出《史纲》在体裁上有三大缺陷：（1）材料分配及取舍之详

略失当。如关于“南京教难”，《史纲》叙述甚详，且列专章，而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

四朝重大“教难”，则“以数言了之”，为数不及半页；又如第 10 章“天主教在文化上的贡献”，
详列利玛窦至陆安德等 28 人著作目录，占书 7 页，“一般读者读之，索然无味，若供专家参

考，又嫌不足”；对东正教在中国的发展，《史纲》付之阙如，至于中国名牧如朱少庵、席胜

魔、颜永京等，《史纲》“竟未提其名”。王撰《史纲》确有较大随意性，手上有现成资料的

多写，无现成资料的少写或不写。陈文对此的批评确实一矢中的。（2）次序紊乱重复。如

《史纲》初版 189 页叙及 1685 年华籍主教罗文藻在广州祝圣及罗主教祝圣华籍司铎吴历等

3 人事，应在康熙 24 年，不宜列入第 15 章“道光以后天主教的复兴”；又如第 16 章“道光以

后更正教各宗派的活动”，记载多起 20 世纪 20、30 年代之事，而这些事完全应放在后面专

述“庚子的教难”和“庚子后基督教的新趋势”的第 17、18 两章。（3）不注出处。陈文指出，

史纲之作，不可能全注出处，但表格之属，数字常易错误，不注出处，读者难以核查。不用

脚注是王治心治史的风格，也是王治心所熟悉的旧史学与陈增辉所接受的新史学的区别之

一。 

再次是错误问题。陈文指出，《史料》错缪甚多，其显要者可分为以下 12 类：（1）事

实之误；（2）引证之不当；（3）翻译之错误；（4）误称谓为人名；（5）年月之误；（6）数

字之误；（7）汉名之误；（8）译名不统一；（9）擅改人名书名；（10）外人中文姓名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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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印刷之错误；（12）列举参考书不规范等。陈文所列举的此 12 项错误，大部属今人

之所谓硬伤，是三类缺陷中最无可辩驳和宽宥之缺陷。 

《史纲》成书比较仓促，又没有多少前人的成果可资借鉴，加上作者不通外文，所用的

主要外文资料，大部分由其子女翻译而来，缺漏及可议之处自然难免。王治心自称《史纲》

“实在谈不上‘信’与‘备’的条件”，与他自己设定的“本色著作”的条件或标准，更有不小的距离。
18 不过陈增辉还是认为《史纲》“条目尚清醒，表格颇齐整，行文亦流畅”，并且作为在基督

教通史领域“国人第一部作品，其创始之功不可讳矣”，这些都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1948 年青年协会书局重版《史纲》时，王治心主要根据陈增辉的书评作了多处订正。

不过仍有可议之处及明显错误，虽经陈文指出，但重版本仍保持原样。初版明显错误如第

160 页第 4 行“仪像志四卷”，经陈文指出应为“仪象志十四卷”，但重版本只改“像”为“象”，而

未增加“十”字。又如第 52 页第 14 行译文“在中亚细亚设立了传道总机关”，经陈文指出应为

“在西亚细亚沿岸设立了传教的分所”，而重版本则为“在西亚细亚设立了传教的分所”，虽作

改动但仍未加“沿岸”两字。究其原因，主要是重版本改动系在初版纸型上的挖补，而非重排，

故只能删改而不能添加。重版本那些已改动之处，有时行文滞涩，因需伸缩句子以凑字数，

有时则排字稀疏以拉长句子。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重版本只能算是重印本，所以王治心本人

在 50 年代初便认为《史纲》在初版 1000 本售罄后便未再版。19 

继 1948 年重版本后，1959 年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再版《史纲》，简称文艺版，由香

港圣公会牧师李兆强校订。到 1993 年 3 月文艺版已出了四版。文艺版虽是重排，但只是在

1948 年重版本的基础上订正了个别词句。如把 1948 年重版本第 29 页第 6 行的地名“加尔

地”按《圣经》改为“迦勒底”，第 150 页第 5 行传教士名“李沾恩”被改正为“麦沾恩”；第 206
页第 13 行李提摩太到山西“放帐”被改正为“放赈”。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无论是 1948
年重版本还是 1959 年文艺版，仍有较多诸如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误作《中

国的仓库》、将《万国公报》（The Review of the Times）写成《时事报告》之类的未订正之

错误。20 其中有的错误或可议之处，还不能归入陈增辉书评所归纳的 12 类错误问题。特别

是关于新教教会的宗派问题，《史纲》的分类相当混乱。如初版本第 194 至 196 页错误地将

英国差会伦敦会、浸信会和宣道会归入公理会；第 191 和 192 页“更正教宗派系统表”将源自

再洗礼派的孟那福音会（即门诺派）归入与之并无渊源关系的浸礼宗；美普会属卫斯理宗（《史

纲》称监理宗），不能应其不采主教（监督）制便将之归入公理宗；内地会本非宗派，表中

所列内地会系组织俱为差会，有的属信义宗，多数则跨宗派；至于其他宗派类，贵格会和公

谊会本为教派之不同名称，《史纲》在此后也已指出，故不宜分列。教会史家对教会的门户

尚且如此混淆，遑论普通之信男信女，无怪乎王治心等教会学者对新教的宗派主义均口诛笔

伐。 

（四） 

《史纲》在 1948 年重版后在大陆就未再版。50 年代初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中王治

心曾表示他想根据“现在的觉悟”，要重新修改《史纲》，但又觉该书“百孔千疮，非全部重造

不可”。然而王本人对“重造”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吁请全国“有此书的同道们，不容情地把它

销毁，免得这思想上的毒素流传下去”。21 话虽这么说，时在金陵协和神学院教授教会史的

王治心似乎仍对“重造”《史纲》耿耿于怀，不久便以中国教会史料研究的名义，开始“重造”
中国基督教史。 

 在 1952 和 1953 年的两年间，王治心接连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机关刊物《协进》上

发表“从不平等条约说到基督教与太平天国”、22 “不平等条约与中国基督教”、23 “不平等条

约与教案”24 等文，重新检讨中国基督教史，尤其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教会和社会的关系。

王治心在这些文章中，主要批评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华。他将新教入华的历史分为若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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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5 指出“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一切活动过程，是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成为正比例”，
并且是“与不平等条约分不开的”，因此“基督教最近一百四十年在中国的传教历史，简直是帝

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历史”。王治心还认为应“把与不平等条约有直接关系的事”，如不平等条

约与教案、太平天国、义和团、非基督教运动等“分别加以叙述”。在王治心上述文章发表后，

《协进》在 1953 至 1955 年间陆续刊载一系列史学批判文章，其中有郑天挺的《马礼逊父

子》、谢景升的“不平等条约与基督教‘传教士’”、王吉民的“美帝利用教会医师侵华史实 – 彼
得·伯驾和周以德”、李肇琳的“周以德的自供”、冯友兰的“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的思想 – 
帝国主义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工具”、 林永俣的“清算特务‘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罪行”、汤因的“郭
实猎 – 一个狡黠的鸦片贩子‘传教士’”、李肇琳的“从甲午年看美帝对中国的阴谋罪行”、林永

俣的《侵略台湾的先锋美国‘传教士’伯驾”、汤因的“林乐知 – 一个散布思想毒素的典型‘传教

士’”、 李肇琳的“文化侵略的急先锋 – 林乐知”、林咏的“第一个美国老牌特务‘传教士’裨治

文”、缪秋笙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与‘传教士’”、林咏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美国特务‘传教士’
的罪恶活动”和缪秋笙的“太平天国革命与‘传教士’”等。与此同时，《协进》还刊载了一些史料

性文章，主要有汤因的““美帝国主义主义长期控制下前中国基督教大学史料简编”、“前美帝

国主义长期控制下中国基督教神学院校史料简编”、“中国基督教圣经事业史料简编”、汪维藩

“中国基督教医疗事业”等。 

《协进》所刊载的中国基督教史料整理和研究批判文章数量之多、刊期之密、观点之鲜

明，堪称中国基督教界的“史学控诉运动”，而且有逐渐升温的趋势，西方传教士尤其是新教

在华早期的著名传教士如林乐知、李提摩太、裨治文、郭实腊、伯驾等被直指为帝国主义特

务分子。该“运动”的始作俑者王治心不久就被批评为“对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作为侵略工具这

一个铁的事实的认识是不够的，更没有明确基督教与不平等条约的血肉相联的关系”，对“披
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极尽宽大之能事”，用“烘云托月”的手法“为洋教士叫屈”。26 这些

继王治心写史学批判文章的作者史学训练有素，有的文章的注释达 100 多个，但也更突出

政治立场，如《协进》的编辑林永俣所言：“如果有了比较可靠的历史资料，而不能站稳人

民的立场和真正掌握科学历史的观点与方法，那么，就是有了‘汗牛充栋’的史料，也不能整

理出真正的信史来。”27 随着“史学控诉运动”的发展，基督教旧式文人王治心无论在史学观

还是在政治观上都越来越“力不从心”。 

然而王治心并未就此搁笔。数年后他便以“二忘”的名义，挑起了其《史纲》所忽略的关

于中国教会早期自立运动或三自运动历史的讨论。解放后第一位讨论本色和自立运动的学者

是协进会图书馆的汤因，1951 年他在《协进》新 1 卷第 7 号上发表“本色教会运动总检讨”
一文，并附“本色教会运动资料索引”。28 此后“二忘”在 1955 年 6 月号的《协进》上发表“提
倡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先进者 – 俞国桢牧师”一文，对俞的评价相当正面，这也为他此后讨

论自立运动订下了基调。1957 年“二忘”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的机关报《天风》发

表《教会早期的自立运动》（上、下）一文，结果在该刊上引起关于如何评价自立运动的争

论。29 王本人曾参与“基督教团契”等自立组织，与自立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也有过交往，有的

甚至还是他的学生（如烟台自立教会负责人之一的刘滋堂），这恐怕是他使用“二忘”笔名的

一个原因。 

“二忘”在“教会早期的自立运动”中，对 19 世纪未与 20 世纪初的中国基督教会的自立和

本色运动与解放后的三自爱国运动作了区别，称前者为“旧三自”，后者为“新三自”。文章尽

管认为要“实现真正的三自，非把帝国主义势力完全从教会中肃清不可”，但仍肯定“旧三自”
的“一小部分的成就”。“二忘”对“旧三自”此种较为正面的评价立即遭至批评，读者蔡国治在“研
究三自运动史料不能忘了根本的立场和界限”一文中严厉指责“二忘”“立场极为模糊、界限十

分不清”，并“对于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在立场和界限上的分歧缺乏起码的认识”。蔡氏还

提出在区别“新三自”和“旧三自”之外，还要分辨“真三自”与“假三自”，结果进一步引起“真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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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争论。蔡氏的支持者（如金兴、恒刚、新恩等）认为作为“旧三自”的自立运动，只能被

视为“假三自”，成为“帝国主义更阴险毒辣侵略中国的一种工具”，在本质上有别与“新三自”，
也就是“真三自”；30 反对者（如李崇恩、墨天志、王为业等）则指出“旧三自”中也有“真三自”。
“旧三自”基于“宗教立场”，而“新三自”则站在“爱国立场”，所以“新三自运动比旧三自运动提高

了一步”，而对“旧三自”的历史事实，并不能一笔抹杀，斥之为假自立；31 折衷的意见（王

怡）则认为“旧三自”与“新三自”虽有本质的不同，却不能一概否认，有的自立和本色教会悬

的是帝国主义以合作为名所换出的假招牌，而有的挂的却是经过斗争而获取之真招牌。32 
“二忘”本人在“再谈中国教会早期的自立运动中”，则针对蔡国治的批评作了“护短式的辩解”。
33 直到《天风》1958 年第 2 期公布 1954 年 7 月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秘书处编印的、将设

立“土生土长的自治教会”定性为“帝国主义为了对付中国基督徒的爱国爱教热忱而阴险地制

定下来的最毒辣和卑鄙无耻的政策”的“关于自治问题的参考资料”后，这场“二忘”引发的关于

教会自立运动的争论才偃旗息鼓。“旧三自”尤其是基督教自立运动只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

以后，才得到中国基督教会内部比较肯定的重新评价。34 

 然而王治心所引发的教会史讨论并未因此结束。1958 年底北京 21 名教会人士向基督

教界倡议编写一部“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华史”。为此基督教全国三自于 1959 年成立史料

工作组（或称史料研究组）。该工作组有成员 23 人，多数为各派教会和教会机构领袖，其

中 7 人在英美获博士学位。35 到 1966 年文革中史料组解散时，该组成员编写并油印成册的

资料主要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华史和个人回忆录两类。前者有《基督教传教士与义和团

运动资料选辑》、《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我国史话》和《帝国主义传教士与不平等条约资

料选辑》；后者有《基督教史料》第一、二、三辑，共收入个人回忆录 20 篇，更具史料价

值。 

50 年代的“史学控诉运动”、关于基督教自立运动讨论及编撰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华

史，尽管火药味十足，以政治观点上纲上线，但仍不失为迄今为止中国基督教会在有关其自

身历史的领域所作出的最系统、规模最大和水准最高的一次治史的努力。此后虽然教会学者

仍陆续有若干研究著述，36 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重心，已完全从教会界转入学术界。王

治心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全面开展的新形势下对中国基督教会史的重新评价，可以说是对

其早年《史纲》之检讨和反思。然而这些检讨和反思却在无意间触发了新中国基督教会在史

学领域肃清西方教会影响并与“旧三自”划清界限的史学控诉和批判运动，这是史学家王治心

所始料未及的。 

（五） 

赖德烈教授曾把 19世纪称为新教教会全球性巨大扩张的“伟大世纪”。37 在此“伟大世纪”
中，传教士曾因他们对非西方民族“开化”的贡献而倍受尊崇。然而在 20 世纪，传教士的地

位一落千丈，成为西方世俗后现代批评家肆意攻击的对象。在此种评价的大逆转中，社会科

学开始责疑对所谓落后民族进行“教化”的启蒙主义理论，“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绝对主

义”大行其道，改变其他文化、尤其是其他宗教，被视为某种形式的“文化灭绝”，而传教士在

这些批评中首当其冲。然而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所谓西方的文化自虐，也因其内在的矛盾

而限于困境，于是出现超越后现代批评的对传教士和传教运动的更为客观和平衡的评价。西

方有的学者将此种在对西方传教运动批评上的演进称为“3R”过程，即“尊敬”（Respect）、谴

责（Reproach）和重新铨释（Reinterpretation）的过程。38 

 

 中国的基督教会史的研究，大致上也重复了上述过程，尽管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近代

以来，真正做教会史研究的学者，大多为教会中人，因此对传教士和教会的评价均比较正面。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非基督教运动之中和之后，教会学者对中国的基督教会作了许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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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和反思，并设计了种种改造方案，本质上都是要使基督教更多地与中国文化结合，且更好

地为国人所接受，王治心的《史纲》在史学领域代表了此种努力，是百余年来护教性通史著

作的集大成者。然而在 50 年代的“史学控诉运动”中，中国基督教会已将传教士作为自身的

对立面加以谴责，王所代表的教会史观被完全颠覆，且为其本人所摒弃。在文革的十年中，

基督教会本身被作为四旧而被清扫批斗，就是连意识形态化的教会史研究也无从谈起。改革

开放以来，大陆的教会史研究在学术界首先恢复，对传教运动的研究模式“从一概抹杀到‘政
治活动加文化交流’两分法再到侧重中西交流或所谓文化传布，实现了从全面否定到基本肯

定的观念上的转变”。39 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大陆教会史的研究已有迅速发展，开始在

主流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有从“险学”到“显学”的夸张的说法。在经历教会史观到史学

控诉之后，目前大陆的教会史研究已进入“重新诠释”的阶段。王治心的《史纲》作为教会史

观通史著作的代表，本身就是需要加以研究的中国基督教会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然而在《史纲》问世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在汉语学术界还没有一部关于中国基督教会史

的通史或全史著作在影响上全面超过《史纲》，正如在英语学术界还没有一部中国基督教会

史的通史或全史著作在影响上能全面超过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一般来说，某一

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均能取得大而持久的影响。但《史纲》和《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影响

之大，还有他种原因。首先，《史纲》和《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是关于中国的所谓广义基督

教或基督宗教的通史著作。《史纲》虽只限于新、旧两教，但王治心对旧教不甚熟悉，对《史

纲》中旧教部分的处理，已相当勉为其难。《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更是熔天主教、基督教、

东正教为一炉，难度自然更大。因此王治心、赖德烈之后，中国基督教会史的通史性著作要

么集中于一教而不够全面；要么仍按广义基督教之旧例而难能精专。与《史纲》和《基督教

在华传教史》相比，这些著作虽有程度不同的改进但难能有重大的突破。 

其次，从《史纲》和《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问世以来，无论关于中国教会史的研究还是

中国教会本身，均已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的资料的发掘、个案研究的深入、研究视角的扩大、

研究范式的涌现、“补偿史学”的发展等，在时间和空间上均极大丰富了中国教会史的内涵。

一部真正的中国教会史，不能只限于祖国大陆，还必须包括台、港地区；既要重视传教士和

主流教会作用，又要强调独立或本色教会的贡献；不仅需吸纳本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还需跟

踪海外学者的最新进展。《史纲》和《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系开创性史著，没有多少前人成

果可以借鉴，故作者较少受限制也不必旁征博引。在史学研究和批评如此发达的今日，非积

数十年之功，或聚众人之力，谁敢贸然啃中国基督教会通史这块硬骨头。这在海外学术界是

如此，在大陆和台港学术界更是如此。王成勉教授称汉语学术界目前在中国教会史领域“尚
无一本能够含括中西史料与研究观点，又能保持平衡及公允论断的通史著作”，40 是十分中

肯的批评。 
   再次，《史纲》和《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均以作者著书的年代为限。然而 1949 年后，

中国基督教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处于与外界隔离的状态，文革中三自的全国和地方机构均陷

于停顿，保存下来的资料极少，而且并不对外开放。因此海外学者虽然对大陆基督教会的现

状和基层或家庭教会的活动有较深入的研究，对中国教会全国机构的研究，由于缺乏研究资

料和途径，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憾。而在大陆，1949 年后的教会史则被视为研究的禁区而极

少有人问津，通史性论著或以 1949 年为界，或在叙及后 1949 年历史时草草收场，在许多

情况下，1949 年后的大陆教会史往往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些当然都构成撰写一部新

的中国基督教“信史”的障碍。 

因此虽然《史纲》出版已半个多世纪，而且有种种缺陷，但至今仍不失为中国基督教会

史最重要的一部通史著作。陈锺凡先生在为王治心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

所作的序言中指出王氏的这部著作，“系贯串今古，作综合的系统的研究，一扫从前某宗某

派零碎记述的缺点，而又能驭繁就简，纲举目张，来说明历史的演化，使我们翻阅一便，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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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了然中国宗教思想的大概情况，”这段话用来评价《史纲》也是恰如其分的。此次上海古

籍出版社重版的《史纲》，是我和田文栽对 1948 年重版本和 1957 年文艺版重新修订后的版

本。《史纲》的错佚可谓比比皆是，为保持《史纲》的原貌，我们在完全不改动该书结构的

情况下，主要订正了全书少数人名、地名、译名、书名、刊名及事实上的错误。即使在作这

些订正时，我们也尽量不用现在通行的译名来取代过去曾有的译名不副实，如不用“马克

思”“加尔文”和“路德”来取代“马克斯”、“克立文”和“路得”。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和时间仓促，本

重版本仍不免有许多可议之处，敬请读者示教。 

 

 

Mr. Wang Zhixin and His Historical Outlin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Dr. Xu Yi-hua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s prepared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edition of Mr. Wang Zhixin’s Historical 

Outlin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is book, published in 1940, is the firs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written by a Chinese historian and has laid, to some extent, a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church history in China. The paper is composed of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 brief narration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Mr. Wang Zhixin, and the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prior to Wang’s 

Historical Outline; the second part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themes and features of Historical Outline, 

and the criticisms of Wang’s contemporaries against this important work; The third part explores the role 

of Mr. Wang Zhixin in the debate on the Chinese independent church movement and the “accusation 

campaign” in the field of church history organized by the TSPM in the early 1950s; and the final par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Mr. Wang’s Historical Outline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the major works of church history in Chinese in the “post-Wang Zhixin era.”      

Key words： Wang Zhixin; Historical Outlin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historiograph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收稿日期: 2003－05－29 

作者简介：徐以骅，男(汉族)，上海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哲学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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